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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数字化应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具体环节,探究了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

口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决策及出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

中,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方面的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内部

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没有体现出贸易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改善、获取财政补贴、营商

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强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

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企业出口.本文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赋能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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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逐步制定了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

署.«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２８号)提出“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地位.“十四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年)»,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１１万亿元增长至４５．５万亿元,占 GDP的比重由２１．６％提升至

４３．５％,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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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增速减缓以及疫情冲击等国内外复杂形势下,原
材料价格上涨、销售成本增加、人工成本上升、议价能力减弱等诸多现实困境随之产生,中国企业出口

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经济加

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随之呈现高度的数字化特征.那么,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能否利用数

字化驱动出口,其作用路径又有哪些? 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从数字化的应用范畴出发,

关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不同数字技术应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１][２][３];另一类是采用机

器学习、文本分析或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综合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分析其对出口贸易的作用[４][５][６].
综合来看,学者们在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化测度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但是对企业整体数字化应用水

平以及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差异缺乏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拟利用２０２０年中国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具体环节,探讨多元数字化应用如何赋能企业出口贸易发

展,这对于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加快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拓展了观测中国企业数字化应用水平的方

式和经验依据.以往文献通常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或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而本文基于中

国私营企业调查获取企业数字化应用整体水平以及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应用状况,为全面认识中国私

营企业数字化水平提供了全新的经验证据.其次,与现有文献普遍从单一数字技术和整体数字化应

用揭示出口贸易的驱动因素不同,本文重点从多元数字化应用角度探究出口贸易的新动力,拓展了数

字化的贸易效应研究.最后,既有文献在考察数字化的微观效应时,大多基于企业绩效、创新能力、产
能利用、成本变动角度进行分析,而本文则从研发投资、人力资本及生产效率角度综合揭示数字化应

用赋能出口贸易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新发展阶段下出口贸易扩量增效提供清晰的路径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推断

(一)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广泛应用,数字化逐渐成为赋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化的

贸易效应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既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化内涵界定、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化对出口

贸易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一是数字化内涵的界定研究.在数字革命的驱动下,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渗透到经

济社会的众多领域,以互联网和信息通信为表征的数字技术逐渐嵌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

Gobble(２０１８)认为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创新业务流程,并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７].
赵宸宇等(２０２１)指出企业数字化是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手段改造企业传统

业务形态、组织结构和生产模式等环节的一种数字化服务手段[８].关于企业数字化的度量,既有研究

尚未达成共识.第一种策略是采用虚拟变量法,即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内容识别企业当年是否实施数

字化转型[９];第二种策略是采用综合指数法,即运用爬虫软件在公司年报或网站中抓取相应关键词,
通过词频加总或占比等文本分析方式构建综合指标[１０],或利用量化数值选取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等

指标[１１],或运用主成分分析或熵值法得到数字化综合指数[６][１２];第三种策略是采用问卷量表法,即从

企业数字化技术的运营、整合和转变三个维度衡量数字化水平[１３].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互联网是承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

基础,对于促进双边信息流动、降低出口贸易成本、优化生产布局和交易环节、扩大国际贸易市场具有

重要影响[１４].Yadav(２０１４)基于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以网站和邮箱使用衡量企业互联网应用,发现

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成本,推动了企业从事在线服务贸易,提升了企业参

与国际贸易的意愿[１５].施炳展(２０１６)用双边网址链接数量测度互联网应用水平,发现互联网应用通

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发挥了出口促进效应[１６].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是否拥有微博、邮箱及主页度量企业互联网化,发现互联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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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并扩大了出口[２].金祥义和施炳展(２０２２)以百度关键词搜索构建互联网搜索

指数,发现互联网搜索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和创新效率,降低了信息成本,进而产生出口质量提升

效应[１７].
随着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应用从销售环节延伸到

了生产环节,进一步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Stapleton和 Webb(２０２０)基于西班牙企业数据,发
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率,提升了出口竞争力[１８].Elia等(２０２１)基于意大

利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是否使用智能物流、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构建数字技术指

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倾向[１].綦建红和蔡震坤(２０２２)则发现人工智能引

入通过产品质量提升机制对出口稳定性有显著增强作用[１９].金祥义和张文菲(２０２２)基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用工成本节约效应和管理效率提升效应扩大了企

业出口规模[３].
三是企业数字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一般而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从事出口贸易往往面临

国际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数字化应用能够降低企业通讯、信息搜寻及预测等成本,能够触发服务和

货物贸易运作的新模式,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新机遇,激励企业出口.Dethine等

(２０２０)利用探索性演绎方法,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拓展中小企业国际空间发

挥了驱动作用[４].Tolba等(２０２２)基于９个国家７０７３家企业数据,以是否使用数字技术销售产品或

服务反映企业数字化,发现企业数字化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扩大了出口规模[５].易靖韬和王悦昊

(２０２１)基于世界银行２０１２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数,
证实了数字化促进了企业出口,且企业创新发挥正向调节作用[６].洪俊杰等(２０２２)采用文本分析和

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数,认为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企业

出口质量[２０].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的主要特征如下:其一,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某一维度展开的

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销售和生产环节的数字技术应用的贸易效应.其二,部分研究虽然直接考察了企

业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是测度方法仍有提升空间.虚拟变量法能反映企业有无数字化

应用,但无法体现企业数字化水平的纵横向差异;综合指数法能一定程度上刻画企业数字化发展状

况,但实际反映的是主观数字化水平,与客观数字化应用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并且无法观测企业

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的差异影响.其三,既有研究普遍以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为对象,没有关注到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要主体,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其所具有的市场敏感性以及较高的生

产率和灵活的管理机制,使其在出口贸易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民营企业为对象,探究多元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作用及其内在机理.本

文将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内涵界定为,促进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与企业日

常生产、经营、销售和管理等各环节的深度融合,优化技术、业务、人才、资本和数据等要素配置,推动

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按照由低到高可分为五

个层次:(１)并无数字化流程;(２)初始程度,开始建设;(３)使用阶段,部分工作已数字化;(４)中等程

度,多环节管理打通;(５)一体化程度,各部分实现集成.即本文着重从企业多个生产环节数字化的整

合角度来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贸易效应,同时还可关注企业不同业务环节数字化应用的贸易效应,
寻找通过数字化来促进贸易的着力点.

(二)理论分析与推断

首先,多元数字化应用可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出口.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数据是一种全新、
高端的生产要素,已成为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和创新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数字技术及数字服务的融入

已然成为数字化应用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从整体数字化应用来看,企业通过大数据

收集、记录市场信息,对实时数据进行及时处理、分析并将其转化为经营决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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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产品设计与生产环节,数字化应用有助于优化生产模式,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完善精准定制化

产业链,激励生产多样化和技术升级.在供应链管理环节,数字化应用有助于促进供应链集成、强化

外部治理能力,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生产、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等不同环节与数字化应用的深

入融合,有助于实现企业研发设计和供应链的协同管理,降低创新成本,明确创新方向,进而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通过增强吸收能力和

技术能力推动企业出口竞争优势提升[２１].基于此,研发创新是多元数字化应用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

路径之一.
其次,多元数字化应用可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推动出口.高层次人力资本投入不仅能为

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智力保障[２２],而且可以通过与数字化技术的相互补充,推动企业专业化人力资本

积累,形成人力资本与创新双重红利[２３].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环节的

数字化应用有助于催生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岗位,扩大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优
化人力资本结构.随着高质量、大规模的知识资本与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人力资本升级有助于

增进研发投入、引进外部技术、促进专利产出进而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２４].
最后,多元数字化应用还可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促进出口.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及应用能

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８].在办公、财务、人力等内部管

理环节,数字化应用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在销售与客户管理环节,数字化

应用有助于准确预测市场发展趋势,完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增强资源整合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加强

数字化与企业生产、经营、销售和管理等各环节的深度融合,有助于促进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分工协作,
降低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新新贸易理论指出,企业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生产率水平,高生产率企业拥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和出口学习优势,从而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

优势[２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推断: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增强研发创新能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提升

生产率三个路径促进企业出口.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２０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为对象,该数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

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联合获得,问卷设计覆盖了企业的经

营绩效、转型升级与创新、投资与全球化、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等重要信息,并且摸底了中国企业数字

化变革及应用情况,调查对象涵盖了全国３１个省区市,调查行业包含了国家统计局规定的１９个行业

大类,共有２８７８６家企业参与了问卷调查.为了提高结论的严谨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清洗处

理:(１)由于部分指标调查了年度经营变化情况(例如企业各类成本的变化趋势),故排除调查当年才

登记注册的企业;(２)排除税费负担小于０或大于等于１的企业;(３)排除员工人数为０的样本;(４)排
除员工工资为０或缺失的样本;(５)排除数字化应用缺失的样本.经过数据处理后,共得到２２５３１家

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重要目标是实证考察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由于企业出口行为分

为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前者为离散型变量,后者为连续型变量,所以本文分别采用 Probit模型和

OLS方法进行实证估计.模型设计如下:

pr(expdumit)＝α０＋α１digitalit＋∑mαmcontrolmit＋ρj＋λk＋εit (１)

lnexportit＝β０＋β１digitalit＋∑mβmcontrolmit＋ρj＋λk＋εit (２)
式(１)和(２)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j表示省份,k表示行业,ρj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λk 表示行

业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expdum 和export分别表示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digital表示企业多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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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应用水平.control是控制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企业特征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税费负担和

党组织)和企业主特征变量(政治关联、党员身份、教育水平和企业主年龄).α１ 和β１ 是本文最关心的

变量系数,若其符号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贸易发挥促进作用.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与采用问卷量表法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多元数字化应用指标具有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优势,能
够更加直接、更具针对性地获取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情况.一方面,本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中国私营企业

调查问卷中“企业当前的数字化应用程度”衡量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管理者

对多环节数字化应用的综合评价,按照如下顺序分别赋值为１~５:(１)并无数字化流程;(２)初始程

度,开始建设;(３)使用阶段,部分工作已数字化;(４)中等程度,多环节管理打通;(５)一体化程度,各部

分实现集成.该数值越高,意味着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使用问卷设计中“您觉

得数字化、智能化在哪些方面能够为您商业活动提供支持”刻画企业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水平,主
要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办公、财务、人力等)、产品设计(如缩短设计周期)、客户管理(如个性化的客户

体验、客户需求洞察)、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及安全监控六个方面.然后对企业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应

用采用虚拟变量进行测度,若数字化、智能化能够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支持,则定义该变量为１,否则

为０;类似地,对产品设计、客户管理、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采用同一定义方法.
表１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和分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多元数字化应用来看,出口企业的均

值为２．６８１,而非出口企业的均值为２．１７４,说明出口企业的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高于非出口企业.从

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出口企业的规模、年龄、党组织设置等变量的均值均高于非出口企业;从企业主特

征来看,出口企业的政治关联、党员身份、教育水平、企业主年龄等变量的均值均高于非出口企业.此

外,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低于非出口企业.整体来看,出口企业的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及经营发展状

况要优于非出口企业.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指标定义 样本数
出口企业

均值 标准差

非出口企业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多元数字化应用

并无数字化流程＝１;初始程度,开始建设＝
２;使用阶段,部分工作已数字化＝３;中等程
度,多环节管理打通＝４;一体化程度,各部分
实现集成＝５

２２５３１ ２．６８１ １．０９５ ２．１７４ １．１０７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净资产总额对数 ２２５３１ ８．１６５ ２．５５２ ６．５２３ ２．７１９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注册时间＋１ ２２５３１ １６．７４６ ７．７４９ １３．３０７ ７．３８０
税费负担 (税收＋规费＋摊派)/销售收入 ２２５３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７
党组织 企业有党支部＝１,否＝０ ２２５３１ ０．５２４ ０．４９９ ０．３５５ ０．４７９
政治关联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１,否＝０ ２２５３１ ０．２３８ ０．４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４２４
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１,否＝０ ２２５３１ ０．４３４ ０．４９６ ０．３４９ ０．４７７

教育水平
初中以下＝１,高中＝２,大专＝３,本科＝４,硕
士＝５,博士＝６ ２２５３１ ４．３４７ ０．９１０ ４．１４８ ０．８９９

企业主年龄 调查年份－出生年份＋１ ２２５３１ ４４．３４６ １０．３６４ ４３．５６１ ９．７７４

四、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典型事实分析

(一)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表现特征

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指标来自调查问卷设计中“您企业当前的数字化应用程度”,数据显示,尚未

实施数字化流程的企业占比为３２．２％,初始程度、开始建设数字化的企业占比为２８％,进入使用阶

段、部分工作已实现数字化的企业占比为２５．８％,处于中等程度、各环节管理已应用数字化的企业占

比为１０％,实现一体化程度的企业占比仅为４％.整体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处于初级

阶段,超过６０％的企业处于尚未进行数字化或开始建设阶段,仅有２５．８％的企业进入使用阶段,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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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达到中等程度或一体化程度的企业占比仅为１４％.这表明中国民营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

化建设及应用,推进数字化变革和转型,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尚有较大空间.
企业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指标来自问卷设计中“您觉得数字化、智能化在哪些方面能够为您商

业活动提供支持(多项)”,具体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办公、财务、人力等)、产品设计(如缩短设计周期)、
客户管理(如个性化的客户体验、客户需求洞察)、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安全监控六类数字化应用

情形.结果显示,在调研企业中,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的频次从高到低分别为企业内部管理(１７９７９)、
销售管理(１０１９０)、客户管理(９２３５)、安全监控(７２８７)、供应链管理(７１３４)和产品设计(５９５１),对应的

占比分别为７９．８％、４５．２％、４０．９％、３２．３％、３１．６％和２６．４％.这表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应用

更多聚焦于办公软件、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其次是销售管理、客户管理,而应用于产品设计、供
应链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比例较低.这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亟需加快数字化革新及应用,加强多

元数字化管理和深度融合使用,提升数字化管理及应用能力.
(二)企业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瓶颈

企业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瓶颈问题来源于问卷设计中“您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中遇到的最主

要的三个困难是(限选三项)”,数据显示,不同数字化建设瓶颈问题的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专业人才

不足(１６０１５)、使用与维护的成本较高(１１１６８)、当地基础硬件较弱(６３１４)、高新技术引进渠道较

少(４５０５)、地方政策支撑不足(４２４５)、与技术平台企业合作困难(２９８１)、易出故障(２６４０)、政府服务不

足(１０５５).典型事实表明,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建设中存在以下发展瓶颈:其一,企业数字化人才非

常紧缺,数字化专业人才不足的企业占比高达７１％.其二,企业数字化技术不足,数字化使用与维护

的成本较高的企业占比为４９．６％、易出故障的企业占比为１１．７％,这表明一半的样本企业正面临数字

化技术难题.其三,数字化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地方政策支撑不足的企业占比为１８．８％,当地基础硬

件较弱的企业占比为２８％,政府服务不足的企业占比为４．７％.其四,供应链协同能力较低,数字化

建设难以获得前沿技术支持.高新技术引进渠道较少的企业占比为２０％,与技术平台企业合作困难

的企业占比为１３．２％.
综上来看,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仍处于发展阶段,企业数字化建设普遍存在“缺方

法、缺人才、缺技术”等现实瓶颈,数字化应用尚未实现多元化融合模式.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及提高应用水平,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深度,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则需制定数

字化改革清单,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力度,加快培养数字化高技能人才.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基于模型(１)和(２)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进行实证检验,表２报告了基准回归结

果.首先,以出口决策为对象,第(１)列仅考虑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多元数字化应用的

系数显著为正,第(２)(３)列依次纳入企业特征变量和企业主特征变量后,多元数字化应用的估计系数

逐渐降低,但依然保持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大大降低了遗漏变量偏误

概率,增强了回归结果的可信性.其次,以出口规模为对象,第(４)~(６)列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多元数

字化应用的系数依然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多元数字化应用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这主

要是因为,企业数字化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有助于加快创新升级,加速人才与科技融合,提高技术和管

理水平,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增强企业出口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出口.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党组织、政治关联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原因

可能在于,大型企业和成熟型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研发创新能力[２６],从而参与出

口贸易的意愿和能力更强;设有党组织的私营企业可以在组织上更加便捷地与各级党委联系,及时有

效地获取经济信息,迅速抓住投资机遇,从而促进企业出口[２７];政治关联身份有助于缓解企业信贷约

束、减轻税收负担,进而有助于扩大企业出口[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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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决策

(１) (２) (３)

出口规模

(４) (５) (６)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１∗∗∗ ０．２２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企业规模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企业年龄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税费负担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５)

党组织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政治关联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党员身份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企业主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１．８５４∗∗∗ ２．６９７∗∗∗ ２．６８４∗∗∗ ０．１１５ １．０５９∗∗∗ １．２１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３) (０．２２６) (０．２９３)

调整/伪 R２ ０．１７８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２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级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多元数字化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同时,出口也会反向激励企

业提升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即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了控制企业数字化应用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采用IVＧ２SLS和IVＧProbit方法进行检验,选取地区数字化发展指数和地区市场化指

数为工具变量.具体而言,地区数字化发展指数(IV１)是由«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２０１９)»
公布的综合指标,该指标能够客观反映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与优势短板;地区市场化指数(IV２)
是由王小鲁和樊纲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发布的综合指数.从相关性来看,由
于地区数字化和市场化发展水平与企业数字化应用程度密切相关,理论上满足相关性要求;从外生性

来看,历史时期的地区数字化和市场化水平相对稳定,排序变动不大,有利于避免误差项的影响,并且

不会对当期企业出口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理论上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３报告了内生性检验的估计结果.第(１)和(３)列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对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表明地区数字化和市场化发展水平越

高,该地区企业的多元数字化应用程度越高.第(２)和(４)列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多元数字化应用对

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来看,F统计量

均远大于１０,意味着工具变量选取满足相关性要求,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０．２４２,说明所有

工具变量均满足外生性要求,与扰动项不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 Wald检验结果来看,拒
绝多元数字化应用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是必要的,同时表

明在控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多元数字化应用的贸易促进效应依然稳健

成立.

４８



　表３ 内生性问题处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

变量
数字化

(１)

出口决策

(２)

数字化

(３)

出口规模

(４)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９４５∗∗∗(０．００５) ５．３４７∗∗∗(０．７１１)
地区数字化(IV１) ０．１２０∗∗∗(０．０３３) ０．１６７∗∗(０．０８２)
地区市场化(IV２) ０．０２１∗∗∗(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０．８８０∗∗∗(０．０５７) １．４４４∗∗∗(０．０８５) ０．８９１∗∗∗(０．０６０) ６．３０４∗∗∗(０．７６５)

F值 ９１．６４[０．０００] ２９．７０１[０．０００]

Wald检验 ４１２．９９[０．０００] ３８５．１２[０．０００]
调整/伪 R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注:由于工具变量在地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故在模型中没有纳入地区固定效应,方括号中为P值.第(１)(２)列采用IVＧProbit
回归,第(３)(４)列采用IVＧ２SLS回归.

２．样本选择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和 Heckman两阶段法.考察数字化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难

点在于,无法同时捕捉到同一个企业在实施数字化应用前后的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差异,那么样本选

择偏差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基于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方法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通过模拟数字化应用的“反事实情形”,比较同

一家企业在实施数字化应用前后的出口行为差异.通过对实验组(多元数字化应用＞１)和控制组(多
元数字化应用＝１)进行平衡性检验后,两组之间不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匹配变量(基准回归中的控

制变量)选取合适,匹配方法有效.本文采用一对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多种匹配方法,结
果显示,ATT的估计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地,本
文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问题进行检验,最大似然估计和两步法的检验结果显示,多
元数字化应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lambda系数均大于零且不显著,这表明本文结论不太可能会

受到样本选择问题的干扰① .

３．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加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被

解释变量,以出口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出口规模,表４第(１)列结果显示,多元数字化应用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次,替换检验方法,利用 Tobit模型检验多元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规模的影

响,第(２)列结果显示,多元数字化应用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最后,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第(３)
(４)列均纳入省份 行业固定效应,分别检验多元数字化应用对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以降低省

份 行业维度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结果显示,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依然

显著,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衡量方式

(１)

Tobit模型

(２)

控制省份 行业固定效应

(３) (４)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９２３∗∗∗(０．０７８) ０．０２８∗∗∗(０．００２) ０．１５４∗∗∗(０．０２５)
常数项 ０．００３(０．００６) １８．０５５∗∗∗(１．０７７) ２．６２６∗∗∗(０．１５４) １．２３２∗∗∗(０．３０９)
调整/伪 R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４８２ ２２５３１ ２０１２９ ２２５３１

(三)企业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的贸易效应分析

表５报告了企业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的贸易效应结果.其中,数字化应用对象包括企业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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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产品设计、客户管理、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安全监控六大方面.从估计结果来看,第(１)列的数

字化应用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数字化应用于办公、财务和人力资源等企业内部管理没有显著提高企

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结合上文分析可知,民营企业数字化应用于内部管理的占比达到７８．６％,而
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整体状况进入中等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比例仅为１４．０％,这说明当前中国多数民

营企业的数字化应用于内部管理仅停留于浅层阶段,尚未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因而并

没有对企业出口贸易起到推动作用.
在第(２)~(５)列,数字化应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数字化应用于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

户管理和销售管理均能产生出口促进效应,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

销售管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效率有较大影响,能有效改进生产工艺、降低运营成本,精准捕

捉客户需求及痛点,积极挖掘和培育新市场、新需求,进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第

(６)列结果显示,数字化应用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即数字化应用于安全监控方面无法显著促进企业

出口.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化安防建设虽然能降低损耗风险,但是安全监控不属于生产经营范畴,因
而对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作用较为有限.

综上所述,数字化应用于产品设计、客户管理、销售管理、供应链管理均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出

口,而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尚不能发挥出显著的贸易效应.因此,民营企业

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推进数字化由浅层应用阶段转向深层协同阶段,推动数字化多元融合应用,
助力企业出口贸易发展.
　表５ 企业不同环节数字化应用的贸易效应

PartA:出口决策
企业内部管理

(１)

产品设计

(２)

客户管理

(３)

销售管理

(４)

供应链管理

(５)

安全监控

(６)

数字化应用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常数项
２．５２３∗∗∗ ２．５４９∗∗∗ ２．５３３∗∗∗ ２．５３８∗∗∗ ２．５３０∗∗∗ ２．５１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２)
伪 R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PartB:出口规模
企业内部管理

(１)

产品设计

(２)

客户管理

(３)

销售管理

(４)

供应链管理

(５)

安全监控

(６)

数字化应用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常数项
１．０６７∗∗∗ １．０８４∗∗∗ １．０６９∗∗∗ １．０６９∗∗∗ １．０６８∗∗∗ １．０５３∗∗∗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２)
调整 R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四)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融资约束和财政补贴的视角.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以及企业规模扩大,仅靠企业自有

资金无法满足发展需求,融资能力已成为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２９].本文从融资约束和

财政补贴角度考察不同融资能力企业的异质性.对于融资约束,本文具体考察国有银行渠道融资和

民间渠道融资两个维度.融资难度和政府补贴均为虚拟变量,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度得到明

显改善或有所改善设为１,否则为０;若企业从民间融资的难度得到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设为１,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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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若企业享受了政策补贴设为１,否则为０.引入融资约束或财政补贴与多元数字化应用的交互

项对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列于表６中.
从融资约束来看,第(１)列考察国有银行贷款融资便利的影响,交互项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

正,第(２)列考察民间渠道融资的影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获得国有银行贷款支持的企

业,提高多元数字化应用水平能够更好地推动出口,而依赖民营融资渠道的企业,其多元数字化应用

的出口效应表现微弱.原因在于,国有银行融资渠道改善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融资难”缓解,而且意

味着“融资贵”改善,从而能加速数字化应用的出口贸易效应,而民间融资渠道改善虽然能缓解民营企

业“融资难”,但是融资成本未能改善,故难以对数字化的出口贸易效应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从财政补

贴来看,第(３)列的交互项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享受到财政补贴的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

的出口贸易效应更加积极.这可能是因为,财政补贴有助于激励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

抗风险能力,进而能增强数字化应用的出口贸易效应.
　表６ 异质性检验:基于融资约束和财政补贴的视角

变量
融资难度:国有银行 X１

(１)
融资难度:民间渠道 X２

(２)
财政补贴 X３

(３)

变量 Xi×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０２２∗(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０．０１１) ０．１８８∗∗∗(０．０２２)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１４４∗∗∗(０．０２３) ０．１５０∗∗∗(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０．０１６)
常数项 １．２１８∗∗∗(０．２９３) １．２２２∗∗∗(０．２９２) １．０４１∗∗∗(０．２６４)
调整 R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２５３１

２．基于营商环境的视角.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提升市场经济主体活跃度的重要动力,在吸引投

资、促进贸易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３０].基于此,有必要考察在不同营商环境改善程度下数字

化应用的出口效应差异.若当年企业的整体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则将营商环境设为

１,否则为０.表７第(１)列中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时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

促进效应增大.原因可能在于,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增强企业出口意愿,推
动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３１].
　表７ 异质性检验:基于营商环境、政治关联和技术程度的视角

变量
营商环境 X４ 高新技术企业 X５

(２)
政治关联 X６

(３)

变量 Xi×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０２９∗(０．０１６) ０．３２７∗∗∗(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０．０１４)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１３５∗∗∗(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０．０１３) ０．１４７∗∗∗(０．０２３)

常数项 １．２０８∗∗∗(０．２９１) １．０４０∗∗∗(０．２４４) １．１８８∗∗∗(０．２８９)

调整 R２ ０．１８２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５３１ ２０９５８ ２２５３１

３．基于政治关联和技术程度的视角.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化战略资源,对企业研发

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而研发创新又是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的核心要素,因此,有必要探究在不同政治

关联和科技创新水平下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差异.这里高新技术企业和政治关联均为虚拟

变量,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设为１,否则为０;若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定义政治关联

变量为１,否则为０.表７第(２)~(３)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与具有

政治关联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对出口贸易的激励效应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拥有更高的人

７８



才储备规模和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更加便捷地获取产业内外部信息,拥有更广泛的

认知结构,能及时有效应对市场变化[３２],所以这类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出口贸易效应更强.
(五)机制讨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多元数字化应用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出口.基于此,本文构建相应的机制变量进行检验,具体而言,以企业研发费用

的对数作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代理变量,以企业员工工资的对数度量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以企业销售收

入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表示企业劳动生产率.鉴于研发创新、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对出口的促

进作用已经得到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证明,因此机制检验主要关注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中介变量的

影响.
表８报告了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第(１)~(３)列结果显示,多元数字化应用

的估计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研发创新能力、
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也较好地证明了研发创新、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

是多元数字化应用驱动出口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能够通过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

能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出口发展.
　表８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研发创新

(１)
人力资本

(２)
劳动生产率

(３)

多元数字化应用 ０．４０１∗∗∗(０．０２６) ０．２２６∗∗∗(０．０１５) ０．０６０∗∗∗(０．０１０)

常数项 ０．５７７∗∗(０．２３９) １．１０２∗∗∗(０．１５４) １．４３２∗∗∗(０．１２９)

调整 R２ ０．３４１ ０．４１３ ０．３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２２５７ ２１５８２ ２１７５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在不同环节的应用情况,并深入探究

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数字化应用显著促进

了企业出口.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

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方面的数字化应用

对企业出口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是在企业内部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应用没有体现出促

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改善、获取财政补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强和高新技术企业

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激励研发创新、提高人力

资本水平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大渠道促进了民营企业出口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下,从企业角度来看,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推进数字技术更新

及深化应用,积极利用数字化赋能企业创新,增强企业创新驱动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并借助大数据

技术动态掌握和捕捉市场需求,推动民营企业多渠道拓展外贸市场,进而为民营企业出口贸易发展增

添新动力.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借助数字平台重塑企业人才的数字素养,完
善数字化人才引进机制,激发企业发展新动能,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从政府角度来看,首先应加快推

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建设,积极推动５G、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全面布局,大力推动数字人才培育

工程建设,探索数字化人才培育模式,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的人才及技术基础.其次要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及政策扶持,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出口竞

争力.

注释:

①限于篇幅,倾向得分匹配法和 Heckman两阶段法的实证结果未报告,作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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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canMultipleDigitalApplicationsEnableEnterprisesto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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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SchoolofBusiness,Anhui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６０１,China;２．SchoolofEconomics,

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２３０６０１,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thenewdevelopmentstage,digitalapplic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to
unleash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potentialandenhanceitsnewadvantagesi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Basedonthedataofmorethan２００００Chineseprivateenterprisesin２０２０,thispaperobＧ
servesthespecificlinksofenterprisedigitalizationapplication,andexplorestheeffectandinternal
mechanismofmultiＧdigitalapplicationonenterpriseexport．Theresultsshowthattheapplicationof
multipledigitization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exportdecisionandenlargetheexportscale．
Amongthem,theapplicationofdigitalizationinproductdesign,supplychainmanagement,customer
managementandsalesmanagementhasa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theexportofenterprises,
whilethedigitalizationininternalmanagementandsecuritymonitoringofenterpriseshasnotrade
promotioneffect．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improvementoffinancingconstraints,fiscal
subsidies,businessenvironment,politicalconnectionandtechnologylevelhavepositivepromoting
effectsonthetradeeffectofdigitalization．Mechanism evidenceshowsthattheapplicationof
multipledigitization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enterpriseexporttradebystimulatingenterＧ
priseR&Dinnovation,improving humancapitallevelandlaborproductivity．Theconclusion
providesdecisionsupportandempiricalbasisforthegovernmentandenterprisestoenableexport
trade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digitaleconomy．
Keywords:DigitalApplication;ExportTrade;R&DInnovation;HumanCapital;LaborProductivＧ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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